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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如何左右中国历史思维?
———读黄俊杰《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

孙卫国 李政君
*

中国传统史学长期浸润于儒家思想之中，欲审明其特质，须先对儒学

有相当 把 握。正 如 张 之 洞 所 言: “由 经 学 而 入 史 学 者，其 史 学 可 信。”

( 《书目答问补正》附二 《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华书局 1963 年

影印版)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不小成

绩。如瞿林东主编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

吴怀祺主编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 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等。这些著述对

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了详尽的概括。不过，这些理论背

后，蕴含了古人何种思维特质与核心价值理念? 其与儒家思想又存在何种

关联? 以往中国史学史界探究并不多，黄俊杰新著 《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

思维》 (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4 年版。以下引及，随文注出页码) 则是一

部探讨儒学与中国历史思维关系的专著，可以说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黄俊杰系海内外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著述等身。近年来，又聚焦于

东亚视域下的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亦即经典解释方法论或解释策略等问题，

撰出 《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东亚儒学: 经典

与诠释的辩证》等著作，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其儒学研究不仅表现出系

统性，而且具有较宏阔的视野。同时，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思维问题也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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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如论文有 《中国古代儒家历史思维的方法及其运用》 ( 《中国文哲研

究集刊》1993 年第 3 期) 、编著有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 ( 正中书局

1996 年版) 、撰著有 《历史思维、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 ( 时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等。可以说，作者对中国历史思维问题，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探索。

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与儒学两方面的精深研究，使作者意识到，

要深入把握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质及相关问题，需从儒学本身出发。因此，

便有了 《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的结集出版。如本书 “序论”所

说: “回顾中外有关中国史学之论著，均以中国史学为主体，或通论中国

史学史发展，或分论中国史家之史著，或聚焦特定时代之史学及其问题，

有意或无意间强调中国史学之独立自主性与独特性，较少探讨史学与其他

学术传统 ( 如儒学) 之关系。本书踵继前修，特就中国历史思维与儒家思

想之复杂关系详加探讨。” ( 第 20 页) 这一立意，也就决定了本书的价值

所在。目前，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诸多著述，对儒学问题虽或多或少有所涉

及，但系统、深入地探讨儒学与史学关系的，并不多见，因而本书值得学

界关注。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的关系颇具复杂

性，因此，本文所述，仅为笔者阅读所得，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教。

一 中国传统历史思维的特质及其理论问题

《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分三部分共七章，重点讨论了传统历

史思维与儒家思想之间，既互相渗透又内在紧张的复杂关系。第一部分论述中

国历史思维的核心及其在“史论”中的呈现; 第二部分将中国历史思维置于

儒学发展史中，剖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思维的影响及其演变历程; 第三部分

以钱穆为例，论述中国传统历史思维的现代转化。结构严整，思路明晰。

首先需要指出，本书侧重于探讨中国古人在思考历史、撰写史书等活

动中展现出的思维方式。历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学术上的地位举足轻

重，古人对历史的思考也表现出如 “天命观” “循环论” “正统论”等诸

多面向。这些论说背后蕴含着古人何种思维方式? 作者认为，这些观念大

多可以统括在以 “时间”为核心概念的历史思维中，亦即中国传统历史思

维方式集中体现在古人对 “时间”与 “超时间”关系的处理上。

中国传统历史思维中的 “时间”概念如何? 作者指出，这种 “时间”

概念，既不同于现代科学 “时间”，也与古代西方的 “时间”观念内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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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它是具有显著的 “具体性”与 “人文性”的概念。所谓 “具体性”，

是指 “时间”铭记刻画了人之居处之境况、时势的脉动以及历史中的个人

的种种表现，而不是简单、机械式载录 ( 第 33 页) 。所谓 “人文性”，主

要指古人历史思考中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对中国史学家来说，处理并

叙述人类历史经验是促进大道运行的一种必要的志业，它的背后预设了修

齐治平的愿景与天人和谐的理想蓝图; ‘过去’与 ‘当下’合一，时间概

念被人文关怀深深地渗透”。作者认为，这就是 “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质

( 第 35—36 页) 。

那 “超时间”又指什么? 它与 “时间”是何种关系? “超时间”其实

就是 “时间”之被赋予道德内涵而成为一种道德典范，从而彰显 “历史中

的意义”或 “历史的意义”。具体 说 来，在 中 国 传 统 历 史 思 维 中，通 过

“时间”的 “会串、整合与分界”构成的是 “时代”，“所谓 ‘超时间’乃

是从各时代提炼出的典律范型; 而经由人们的描绘，‘时间’会经由口语

及文书而被转化成 ‘历史’的发展” ( 第 35 页 ) 。这便是作者所论述的

“时间”与 “超时间”的关系之一: 从 “时间”萃取 “超时间”。

反过来看，古代史家思考历史，其重要目的在于匡扶时政，实现 “修

齐治平”的理想，这便不可避免地要赋 “历史”以 “意义”，即如司马迁

所谓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 《史记·太史公自序》) ，或后人对前朝

为治乱兴衰之世的评定。正是在对过往具体的 “时间”“时代”褒贬不同

的评价中，才能体现出史家追求的 “超时间”的典律范型。因此，“在中

国历史思维中，作为 ‘超时间’的历史中的 ‘道’或 ‘理’，有其深厚而

明确的具体性” ( 第 50 页) 。此即作者所论述的 “时间”与 “超时间”的

第二层关系: “超时间”在 “时间”中展现。

总之，作者认为: “中国历史思维在 ‘时间’与 ‘超时间’之间往复

震荡: 一方面从具体的 ‘时间’之中渗透出 ‘超时间’; 另一方面 ‘超时

间’又落实在 ‘时间’之中，并在 ‘时间’之中展现” ( 第 53 页) 。二者

具有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谓 ‘历史’，就在 ‘时间’

与 ‘超时间’的互动之中逐渐被建构而成” ( 第 39 页) 。这便是作者所说

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核心。中国古人历史思维的具体方面尚多，但作者

对 “时间”与 “超时间”概念的诠释，主要着眼于 “思维方式”。在此层

面上，这一对概念所呈现出的辩证关系，具有较强的统摄性。
“时间”与 “超时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古代史家撰述历史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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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关系的处理上，这在 “史论”部分有集中体现。如作者所说，

正是通过 “史论”， “史学家在史 ‘事’与史 ‘理’中搭起会通的桥梁”
( 第 58 页) 。对于 “史论”在中国历史写作中的作用及其理论问题，作者

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从 “殊相”中提炼 “共相”。即传统中国史学家重建具体而特

殊的历史事实，是为了提炼历史事实后面的抽象而普遍的原理，以作为经

世之依据。在这里，作者批评了日本学者中村元等强调中国人知识具体

性，抽象性思维不发达，只重视特殊性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学家

从 “殊相”的叙述迈向 “共相”的提出，最重要的关键在于 “通则化”

的建立。这种 “通则”，不是一种逻辑的定律，而是一种启发性的原则。
“通过这种启发性的原则，读者可以追体验 ( re-enact) 历史情境，体知

( embody) 古人之心” ( 第 67 页) 。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在理论上，这种

“通则”或 “具体的共相”的哲学或道德的命题，并不能保证其普遍性与

必然性 ( 第 68 页) 。

第二，以 “今”释 “古”，在 “古”与 “今”之间搭起会通的桥梁，

使历史经验为现代读史者提供历史的教训。作者指出它在理论上同样存在

问题，即如何避免过度凸显 “现在”的主体性，以至于掩盖了 “过去”史

实的真相? 在诸多史实中，仅聚焦在与 “今”相关或至 “今”仍余波荡漾

之 “古”事，所见不免以管窥豹，未见其小先遗其大，得失尚未易言也

( 第 72 页) 。但作者认为，这两项挑战在传统中国史家看来，应该是可以

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史家虽然浸润在儒家价值理念之中，但他们都坚持

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不会因为考量 “今”之压力或需求而扭曲 “古”之事

实 ( 第 72 页) 。

第三，融贯 “事实判断”与 “道德判断”。即将对历史事实与人物的

判断，与对道德的判断融合为一。如作者指出: “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学

习，其实只是掌握 ‘超时间’的基点，其究极目的实在将典律范型落实于

当代时空中。” ( 第 34 页) 亦即中国古人判断历史事实，其最终目的则在

于作出 “道德判断”。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史论中的 “道德批判”，可

以分成对历史人物进行 “道德批判”和对制度的 “道德批判”。将 “事实

判断”与 “道德判断”融为一体的史学传统，建立在对历史的行为者的

“自由意志”的肯定之上。亦即 “人必须为人的行为负担起道德责任，而

帝国之兴 衰，乃 至 历 史 之 发 展 方 向，都 取 决 于 历 史 的 行 为 者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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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9 页) 。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特别重视 “人”与人的 “自由意

志”的特点。
“史论”在中国历史写作中所发挥的这些作用，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

史哲合一的特质。如作者所说: “中国历史学与哲学以舒解人间苦难，提

升人类生命为其目的，所以既求 ‘真’更求 ‘善’，使中国史学成为 ‘以

个案建构的哲学’; 而中国哲学则因具有强烈的时空性而有其历史的厚度

与视野。” ( 第 83 页) 这也就为儒家思想渗透、影响中国史学提供了平台。

二 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思维的影响及其历史演变

如前所述，将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特质及其演变，置于儒学发展史的

大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深入探讨二者相互关系，这在学界并不多见。而

本书的第二部分，正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作者首先探讨的同样是古代儒家历史思维中的 “时间”概念，指出其

具有 “往复性”和 “‘古’与 ‘今’相互呈显”两项特质。

所谓 “时间的往复性”，是指 “古代儒家的 ‘时间’在 ‘过 去’与

‘现在’这两极 之 间 往 返 辩 证 地 运 动 着。在 ‘时 间’的 往 返 运 动 之 下，

‘过去’与 ‘现在’就形成一种既分离而又结合的关系” ( 第 90 页) 。这

使得古代儒家相信，“人站在 ‘现在’的时空交错点上，对历史经验进行

思考，赋历史上的 ‘过去’以意义，并且透过历史思考对自己及自己的时

代加以定位”。因此，儒家的历史解释 “基本上是一种朝向意义建构的人

文活动”，“自我”既是被 “历史”塑造的客体，又是诠释 “历史”的主

体。因此，“‘历史’与 ‘自我’在古代儒家的眼中构成一种互渗的关系”
( 第 94 页) 。所谓 “古”与 “今”的 “相互呈显”是指儒家常为了批判

“现在”或引导 “未来”的方向，而回顾 “过去”的历史经验。因此，儒

家的历史思维常常表现出 “历史”与 “历史解释者”两者 “互为主体”

的状态。在这一个意义之下，“古”与 “今”互为依存，互为创造与被创

造 ( 第 102 页) 。总之，在古代儒家的 “时间”观念下， “古”与 “今”

是互相交融的，而 “古代儒家通过历史解释以拉近 ‘古’、 ‘今’距离的

基本方法就是: 从史事中创造史义” ( 第 106 页) 。在这里，我们便看到了

古代儒家与史家历史思维的相同之一。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 “古代儒家从历史思考中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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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以 ‘譬喻’为其基本性质的 ‘比兴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

同样是从殊相的历史中解读或创造出 “意义”。这种 “意义”的标准或来

源，主要集中在 “三代”“道”“人文化成”“圣王”四个概念上。在儒家

思想中，这些概念具有明显的 “反事实性”。他们出于评断现实的目的，

不断美化这些概念，如作者所说: “经由这种 ‘反事实性的思考’，儒家将

回顾性与前瞻性的思维活动完全融合为一体，并将 ‘价值’与 ‘事实’结

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浸润在儒家价值理念中的传统中国史学，可以说

是一种深具批判意识的历史学。” ( 第 126 页) 这是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思

维影响的又一体现。

从本书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历史叙事其实只是证立其

“普遍理则”的一种手段。但如上述，这种历史叙事依循的是一种 “反事

实性”逻辑思考。当将这种反事实性 “应然”世界的逻辑，运用于 “实

然”的历史世界时，理想与现实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落差。 “如此一来，

儒家历史叙述就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 如何保证从历史叙述中所提炼的

‘道’或 ‘理’之普遍必然性?” ( 第 136 页) 另外，在儒家思想中，永恒

的 “道”或 “理”具足于经典记载的圣人行谊之中。但问题是: “经典却

是特定时空条件的产物，因此，如何保证从经典所载的历史事实中证立的

‘道’或 ‘理’有其普遍性?” ( 第 140 页) 这是古代儒家历史叙述中需要

克服的理论问题，也是古代史家 “秉笔直书”的历史事实的 “特殊性”与

儒家道德理念所诉求的 “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在此，儒家思想与中国历

史思维关系又显出了另一层面，即儒家思想不仅正面影响了传统历史思

维，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紧张性。

古代儒家是如何解决这种紧张的? 作者认为，他们的方法至少有两

种: 一是孟子所谓 “以意逆志”，诉诸解经者个人生命的体认; 二是透过

文字训诂以疏证经典。在作者看来，这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是 “将经典工

具化”，不同之处则在于相对后者，前者对 “解经者主体性之彰显”，即解

经者与经典中的 “道”互为主体。“这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正是清代学

术中汉宋之争的关键，两者有同有异，亦各有得失” ( 第 144—158 页) 。

这是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的交互关系，在历史中展开的表现之一。

儒家历史思维的特质及其相关问题，在朱熹身上得到了深刻体现。因

此，本书以较大篇幅剖析了朱熹的历史观，见解颇为深刻。其中，尤为重

要的一点，是理学的兴起，造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中 “事”“理”地位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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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作者指出: “大致说来，在公元第 10 世纪北宋立国以前，中国的史学

写作中史 ‘理’寄寓在史 ‘事’之中……随着理学的发展，儒家的价值观

逐渐影响甚至支配历史思考，所以，史 ‘理’开始凌驾并超越于史 ‘事’

之上，并影响许多浸润于儒家价值中的史学家对历史变迁的解释。” ( 第

58—59 页) 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实

际存在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这是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关系在历史中

展开的又一表现。

总之，本书不仅从横向比较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的异同及其内

在紧张性，还从纵向剖析了它们在历史中逐步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为

我们展示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演变的动因，不仅来源于史学自身的内部

变化，还来源于儒家思想的理论问题。

三 中国历史思维的现代转化以及关于本书的几点讨论

从本书内容看，作者专就 “思维”问题讨论。从时间断限上，作者又

表现出 “通”的取向，即本书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 “中国历史思维的现

代转化”问题。在这一部分，作者以钱穆为例，重点论述了传统史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延续。

作者分析钱穆 “国史”观的内涵、历史背景、史学方法及其意义等，

认为 “国史”观具有两项内涵: “第一项是要以 ‘国史’创造国民的认

同，整个民族有方向感，并为国民之生活方式赋予理论的基础”; “第二项

内涵是以 ‘国史’经验作为指引民族未来发展的指南针” ( 第 228 页 ) 。

在方法上，“有其以 ‘主客交融’为特征之史学方法论，强调历史研究者

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情理交融; 因此，钱宾四撰写 ‘国史’，特别重视刻画

‘国史’的特殊 ‘精神’” ( 第 234 页) 。

钱穆 “国史”观这些特征，与传统史学相比，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

性。据此，作者归纳出了钱穆史学中的儒家因素，他说: “钱先生对中国

历史的解释之中，所呈现的儒家思想元素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钱先生

强调史学是一种人事之学，必须从 ‘人物奸贤’衡论 ‘世运兴衰’。……

第二，钱宾四解释中国历史之发展，特别重视知识阶层之发展，认为是中

国历史发展之主要动力。” ( 第 261—263 页) “从中国史学史立场言，钱宾

四史学可视为中国传统史学矩镬在 20 ( 世) 纪中国之延续与发皇”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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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页) 。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一部分中，试图说明传统史学在现代中国的

境遇，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在 “中国历史思维的现代转化”的主题

下，作者以钱穆为例的论述，展现传统史学的 “延续”，比较充分，也较

为合适; 但对于 “转变”，则多少显得不够充分。偶有涉及，如作者说:

钱穆的 “通史理念强调从 ‘国’及 ‘国民’之立场回顾本国历史，相对

于传统史学以朝代为单位之史观，犹如石破天惊之大革命” ( 第 232 页) 。

平情而论，这种评价言过其实。《国史大纲》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有

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但其主要贡献，似不在作者所谓 “大革命”方

面，该书 “立”的价值要远在 “破”之上。

作者在分析钱穆史学中 “主客交融”的方法时，曾利用 《中国历史研

究法·序》 ( 按，本文所引，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的

材料，内容如下: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

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

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

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

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

作者分析道: “钱宾四对于他所强调的 ‘国史’研究中的 ‘意义’一

词并未明确加以定义，但是，我们从 《国史大纲》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可

以推测: 钱宾四所谓的 ‘意义’，是以读史者的主体性或读史者所身处时

代的 ‘历史性’，照映过去的历史经验所创造出来的 ‘意义’。这种 ‘意

义’与司马迁以降中国史学家以 ‘一家之言’通贯 ‘古今之变’的传统

一脉相承。” ( 第 236 页) 这里，作者 “推测”内容的本身，确实属于钱

穆史学思想的特征，但却未必是引文中 “意义”所指。我们继续看原文: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

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一机构所决定。我则在

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在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

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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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 其 他 著 作 中，对 此 是 否 有 具 体 说 明，笔 者 未 见。若 仅 据 此

《序》，则 “意义”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主题”“选题”或 “问题意

识”，而离儒家思想或传统中国史学的 “道德” “价值”等关怀较远。虽

然 《序》文紧接着说道:

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至文

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多少显出了本书作者所说的 “主客交融”等迹象。但这两句话，主要是解

释为何 “决定 ( 这) 一研究历史之意义”，亦即为何选定 “中国历史文化

大义”这一 “意义”“主题”，而不关 “意义”一词本身含义。

说到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作者认为，钱穆 “国史”观在现代中国史

学史中的 意 义，恰 可 克 服 或 弥 补 “史 料”派 与 “史 观”派 的 缺 陷 ( 第

254—261 页) 。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地说，所谓 “史料”
“史观”两派才是推动传统史学现代转化的主要力量。

作者认为 “史料”派治史，“没有 ‘价值’的契入，则 ‘事实’的检

明将难以进行”，并引用了朱熹 “不离不杂”一语。我们说，如果作者所

谓契入 “价值”以检明 “事实”，即朱熹或儒家处理 “事实”与 “价值”

的思维，那 “史料”派抛弃这种 “价值”也无妨。另外，我们必须明确，

“史料”派在史学研究中，是真的没有 “价值”诉求，还是与传统史学的

“价值”诉求有别? 傅斯年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反对的

“国故”，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史料”派真的如作者所说 “不对历史事件

进行解释”? 这些问题，学界讨论已多，无需展开论述。此处想指出的是，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学界变动较大，不少概念、主张虽看似相同，但却内涵

有别，实际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因此，我们不宜采用经学家 “以意逆志”

的手段。

其实，即便在作者重点分析的、具有儒家思想因素的 “国史”观中，

为钱穆所最先强调的，也始终是 “国史之真态” “演进之真相”的重要，

而后才是 “价值”的发挥 ( 《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8 页) 。后来，他更明确地说道: “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

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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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 《国史新论·自序》，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 页) 这正是钱穆与所谓 “史料”

派，乃至大部分史家共守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是否要契入史家个人

关怀以及何种关怀，则应属史家选择的自由，不必强为整齐划一。
《国史大纲》中强烈的 “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包含了钱穆特有的历

史观。但 “民族主义”的突显，则与特殊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如余英时

所说: “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 ( 彭

国翔编: 《学思问答: 余英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9

页) 实际上，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学界，只是因学者个人治学

背景不同，而表现方式有别。因而，我们在强调殊相的同时，应该充分考

虑到学界的共相。

另外，作者指出 “史观”派，包括梁启超在内，“隐隐然以中国历史

的特殊性臣服于一般历史所提炼出之普遍性” ( 第 261 页) ，这一现象确实

存在。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化，同样功不可没。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分析，确实抓住了钱穆史学思想的一些主要特

点。上述并无意与作者为难，而是想说明: 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学界，

学术流派纷呈、优势与不足互显。中国史学正是在诸多观点、主张的交锋

中，才形成一些基本共识，逐渐实现了 “现代转化”。如何在这一命题下，

合理勾勒出 20 世纪中国史学 “新传统”，在不同学术主张互动中逐渐形成

的脉络，避免 “以长攻短”，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们回到本书讨论的主体———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思维。

本书第一部分分析 “中国历史思维”，第二部分主要分析 “儒家的历史思

维”，结论中作者提出了 “儒家思想与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中的人文精神”

的四个方面 ( 第 269—277 页) 。整体上看，本书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对

史学与儒学共同特征的归纳。在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史学深

受儒学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问题是，从起源上看，这些观念在史学

与儒学中的出现，孰先孰后?

近代以来，不少前辈学者试图通过 “史”字，探究古代中国历史观念

的起源 ( 参见杜维运、黄进兴编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上册，华世出版

社 1976 年版) ，其结论虽不一，但 “史”的观念起源很早，则可以肯定。

近年来，中国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研究都表明: 殷周之际，中国古人的思想

世界，曾出现过一次重大变动。余英时在其新著 《论天人之际: 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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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起源试探》 (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版) 中指出: “周初

以下礼乐已从宗教—政治扩展到伦理—社会的领域。 ‘天道’向 ‘人道’

方面移动，迹象昭然。” ( 第 31 页) 在史学方面，乔治忠 《中国史学史》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也曾指出: 殷周政权变革，导致了人们

对历史的思考，其理念的概括就是 “殷鉴”。而中国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

用为根本宗旨，即可追溯到 “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 第

28—32 页。另可参见乔治忠 《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 《史学论集》

第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这些研究说明，本书所提出

的传统史学与儒学的共同特征，从起源上看，有些肯定先于史学与儒学出

现，有些则几乎与史学相伴而生，未必受儒学影响。

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即本书所论述的这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在

古代中国如何起源? 在史学与儒学中的出现，孰先孰后抑或各自发展? 又

如何汇流? 此后，又发生了何种调整? 当然，这些问题多少已溢出了本书

的讨论主题。

总之，《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主体内容在于论述传统中

国史家与儒家的历史思维特质。作者以 “时间”与 “超时间”两个核心概

念统摄全篇，既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形塑，又揭示了二者思

维方式的内在紧张，胜意颇多。作者又以钱穆为例，论述了传统史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延续，颇具通局意识。至于上文所述，该书在传统史学现代转

化方面论述不太充分，并无碍本书主题及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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